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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香港課程改革的實施與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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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育當局於 2001 年以《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掀起全面而大規模的 

課程改革以來，香港學校課程發展在過去 18 年已進入持續更新的階段，例如 2009 年

推行的「三三四」學制，2015 年推動 STEM 教育等。就不同的官方調查研究所得， 

這股持續革新的浪潮已得到教師和學校廣泛採納且落實推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以此認定課程改革具有積極正面果效的同時，這是否足以反映改革的整體實況呢？ 

有見及此，本文將檢視不同的官方報告和國際調查，以檢視改革的落實程度；藉判別

影響課程實施的關鍵因素，衡量改革的真正成效。建基於這些實施因素和成果衡量，

本文將為課程改革日後能持續發展提出具體方向和可行策略。 

關鍵詞：課程改革；課程實施；課程評鑑；香港 

引 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00 年提出《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度改革 

建議》（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有關的課程改革（下稱「課改」）亦於 2001 年 

全面開展、落實推行。這一波教育改革，不單觸及學科課程革新、授課語言改變、學生

評核機制的逆轉等學習層面的改變，還涉及學校管理、教育財政安排、視學制度，以

至整體學制的全面改革。霍秉坤、葉慧虹（2010）認為有關革新打破過往科目框框， 

加強整合性學習；引入多元化教材，改革課本主導的課堂，由重視知識灌輸轉向促進

學生學會學習。至 2009 年，教育改革更延伸至高中和大學學制的變革。高中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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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由原本的「五二三」改為「三三四」。2 推行「三三四」學制和全面改革課程，使

得中學課程體系內的科目結構和教學取向，以至公開考試模式等，均出現巨大轉變。 

承接第一波改革，課程發展議會（2014）更新了《基礎教育課程指引》，並以「學

會學習 2.0」闡明自 2001 年「學會學習」課改以來，課程發展不斷與時並進。及後，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2015）完成《兒童優先：給他們一個好的開始》報告，政府由

2017 學年開始落實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香港正式開展 15 年免費及優質教育。

同年，課程發展議會頒布《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17b）及《中學

教育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17a），並以《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取代 2002 年的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2）和 2009 年的《高中課程指引》（課程

發展議會，2009）。與此同時，教育當局以「學會學習 2+」闡明這個持續更新的十五

年一貫的學校課程架構（教育局，2018b）。 

為了回應社會的迅速轉變和未來經濟、科學、科技的急速發展，香港政府在 

《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5a）及《二零一六年施政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6a）積極推動「STEM 教育」，3 以裝備學生能應對社會

和世界的轉變及挑戰，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藉以發展學生應付

21 世紀所需的創新思維，以及開拓及創新精神。自 2016 年起，教育當局為學校提供 

財政津貼推行 STEM 教育（教育局，2016；課程發展議會，2015）。 

就 20 世紀 70 至 90 年代的課改經驗來看，大規模而根本性的課改多以失敗告終

（Lam & Wong, 2017）。但回顧是次將近二十年的連串改革和官方不同時期的多項 

調查，以及一系列國際比較研究，都顯示是次改革很大程度上得以逐步落實，且具 

正面果效。本文將透過梳理國際研究和本地學者就新課改所進行的調查研究，與官方

報告互為對照，以改革的實施狀況及成效為切入點，冀能找出影響課程實施的因素，

繼而就這些關鍵因素判別這一波課改的成果和成本，並就改革日後的發展方向提出 

可行建議。 

課程實施概況 

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至 90 年代，香港就一直在進行課改。70 年代中期，教育

當局引入了社會科（Social Studies），取代地理、歷史和經公科（即經濟與公共事務 

科）。80 年代初，又推動學校德育教育發展（教育署，1981）；隨着政治環境轉變，

公民教育於 80 年代中又成為了重要的課改議題 4（課程發展委員會，1985）。90 年代

初，就中六課程改革，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成為必修科，又引入通識教育科。與此同時，

小學又推行「目標為本課程」，這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一項改革（林智中，199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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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橫跨 70 至 90 年代的課改，大多未能真正落實。以社會科為例，採納

率一直偏低，到了 80 年代中期更有下降趨勢；而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實施，就更是言過

於實（林智中，2007）。此外，儘管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全力推動，目標為本課程的 

實施依然困難重重，能全面落實課程的小學亦為數不多（林智中，1996，1997）。為 

中六課改而設的通識教育科，修讀的學生人數不多。難怪前香港教育學院校長莫禮時

（Morris, 1996）指，當時香港的課程改革大都是起不了作用的「表面改革」。 

相比之下，不少研究調查均顯示 2001 年的課改採納程度遠比之前的變革為高。 

課程發展處委託香港城市大學進行的「二零零三年學校課程改革及學習領域課程實施

情況調查」（下稱「2003 實施調查」）5（教育統籌局，2004，頁 13–17）顯示，改革

自推行以來已見成效： 

1. 超過 75% 學校已制定或繼續執行既定的學校整體課程發展五年短期策略，發展 

校本課程以切合學生需要，並制定學校的整體評估及家庭作業政策； 

2. 在提供寬廣而均衡的課程、通過五種基本的學習經歷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方面，

學校都有明顯進步。差不多所有校長都認為五種基本的學習經歷有效用（林智中，

2007，頁 7）。 

再者，不同研究都顯示 2001 年課改倡議的四大關鍵項目（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

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幾乎所有學校都着力推行。

學校和教師的回應不僅反映他們認同改革的措施，亦標誌着他們接受了變革的理念。

2006 年，課程發展處委託香港教育學院進行課改調查，並於 2007 年發表「二零零六年

課程改革調查：技術報告」（下稱「課改報告」）（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DEPA], 2007），結果顯示大部分學校在推行校本課程、落實四大關鍵

項目、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等改革上，均有明顯進展（Cheung & Wong, 2011; DEPA, 

2007）。顏明仁、李子建（2008）亦從「2003 實施調查」及《教育改革進展報告（四）》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6）中歸結出相同看法。他們更指出，「躍進學校計劃」的評估

研究顯示小學在接納改革方面的進展比中學更快。綜上而言，不同的調查研究都清楚

反映學校和教師確實在學校和課堂層面上盡力落實新課改。 

2009 年，「三三四」新高中學制全面推行，高中課程所作的變革比前更大。變革

包括引入通識教育科為「必修」科目，又於多個學科引入校本評核。教育局於 2013 年

10 月發表《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教育局， 

2013，頁 7–11），援引多項課程實施調查，指出新高中課程在多個方面得到成功落實： 

1. 為所有學生提供多元出路。學校在中四、中五及中六平均開辦 11 至 12 個選修 

科目。超過 60% 的學校開辦「應用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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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破過往文理分科的學程選擇，給予學生多元的選修科目組合。在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這些核心科目外，學生可從 20 個學科、35 個應用學習

課程和 6 個其他語言之中修讀不同類型的選修科目。2012 年首屆新高中學生便以

多達 1,129 個科目組合參加文憑試。2012–13 學年有 69% 的中四、68% 的中五及

58% 的中六學生，修讀的選修科目來自兩個或以上的學習領域。 

3. 在教學中融合直接傳授與探究式學習。新高中課程的不同元素，使學校能夠融合

「直接傳授」和「探究式學習」甚至「協作學習」，幫助學生理解學科知識，同時

發展共通能力。 

有關當局在 2015 年發表《新學制中期檢討與前瞻報告》（下稱《中期檢討報告》）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教育局，2015），更進一步展示課程改革正逐步

落實，且獲得一定成果。調查顯示有九成學校已成立功能小組，能因應學生需要， 

規劃六年具縱向與橫向聯繫的校本課程，為學生提供寬廣而均衡的課程框架和學習 

機會。 

《中期檢討報告》更指出不少學校能因應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而調適課程、教學

模式和評估材料，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回應普及高中教育所面對照顧學習 

多樣性的挑戰。調查結果亦顯示學校大致上能因應學生的需要和興趣作出各種妥善 

措施（包括：彈性分組，安排輔導及延伸活動，調適課程內容、教學法和課業等）， 

改革實施進度良好： 

學校積極回應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和加強學與教質素的需要……大多數學校已加強學與

教，包括致力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幫助學生裝備基礎知識和技能……同時推廣獨立

學習和照顧學生的多樣性。（課程發展議會等，2015，頁 18） 

教育局質素保證年報（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2017）亦指，學校無論

在校政及課程規劃層面上，都能積極回應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學校一般按學生的能力編班，採用分組上課或推行小班教學……調低師生比例…… 

以減少每班學生能力上的差異……投放額外資源，開設拔尖保底班……因應學生的 

能力和興趣，於高中開設足夠的選修科目，或增設應用學習課程……利用同儕觀課、

評課和共同備課等交流平台，讓教師分享教學策略的心得……按學生的學習需要調適

課程、設計課業和探討適切的學習策略等……（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 

2017，頁 18） 

上述資料反映了 2001 年的課改理念及措施和 2009 年的新高中革新等，都在學校

和學生層面上得以落實，而課改的四大關鍵項目亦已普遍為中小學所採納。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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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而言，學校已逐步脫離過往單純地灌輸知識的教學模式，愈來愈多教師關注調適

和發展課程、教材及評估系統，從而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課改成效分析 

檢討課改時，人們除了關心改革實施的狀況外，更期望了解新課程對學生學習 

成果的影響。本節將比較課改前後學生的學科能力表現和學科以外不同範疇的表現，

梳理出課改對學生的學習歷程和學習成果的影響，從而反映改革成效。 

檢視學生的學科表現 

教育局多次援引一些主要國際機構的研究資料，指出與全球學生比較，本港學生

表現持續優秀（表一），印證香港是成功的改革者，例如： 

自實施教育改革以來，香港學生持續在主要國際評估中表現優秀，包括 OECD 舉辦的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簡稱「PISA」），國際教育成就評估協會（簡稱「IEA」）

舉辦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6（簡稱「TIMSS」）、「全球學生閱讀

能力進展研究」7（簡稱「PIRLS」）……（課程發展議會等，2015，頁 4） 

 

表一：香港學生的各項國際成就 

年分 

PISA 

（15 歲） 

TIMSS 

（小四和中二） 

PRILS 

（小四） 

閱讀 數學 科學 
數學 科學 

閱讀 
小四 中二 小四 中二 

1999 — — — — 第 4 位 — 第 15 位 — 

2000 第 6 位 第 1 位 第 3 位 — — — — — 

2001 — — — — — — — 第 14 位 

2003 第 10 位 第 1 位 第 3 位 第 2 位 第 3 位 第 4 位 第 4 位 — 

2006 第 3 位 第 3 位 第 2 位 — — — — 第 2 位 

2007 — — — 第 1 位 第 4 位 第 3 位 第 9 位 — 

2009 第 4 位 第 3 位 第 3 位 — — — — — 

2011 — — — 第 3 位 第 4 位 第 9 位 第 8 位 第 1 位 

2012 第 2 位 第 3 位 第 2 位 — — — — — 

2015 第 2 位 第 2 位 第 9 位 第 2 位 第 4 位 第 5 位 第 6 位 — 

2016 — — — — — — — 第 3 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香港大學（2017）、課程發展議會等（2015，頁 5，圖表 1）、Chan（2017）。 



6 林智中、余玉珍、李玲 

PISA 是一項大型的國際研究，主要測試世界各地 15 歲學童的語文、數學和科學

能力。由於 PISA 題目主要測量學生分析、審度和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而非記憶能力，

加上研究的安排和組織嚴謹，普遍視之為能檢視一地學生水平的指標。就資料顯示，

香港學生的表現從 2003 到 2015 年都相當穩定地保持在前列位置（見附錄一）。香港

官員普遍以這些數據來判定香港的教育改革成果豐碩（王啟思，2008；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2016b，2017a；陳嘉琪，2008；Chan, 2017）。 

再者，TIMSS 數據亦顯示香港學生擁有良好的科學和數學能力。從 2003 到 2015

年的四次測試中，小四和中二學生的能力水平一直在前沿位置。在閱讀表現方面， 

香港學生在 2001 年的 PIRLS 中表現並不理想，這與 2000 年 PISA 研究發現有相似之

處：香港學生在閱讀的表現不及科學和數學。但 2006、2009 和 2016 年的 PIRLS 資料

就顯示學生表現有顯著進步，一直保持在三甲之內。無怪乎教育局官員多次撰文指 

香港的教育變革有一定果效（香港大學，2017）。 

然而，香港學生在上述一系列國際調查研究中的傑出表現，是否足以印證官員們

所說課改為學生帶來了明顯進步，繼而確認課改的成就？儘管一路以來，香港學生在

PISA 的表現持續優秀，但換個角度分析，不難發現香港學生在 2000 年已於這些國際

研究中有不俗表現。在 PISA 2000 中，香港學生在數學和科學的表現排名已是第一和

第三；在科學上所得的總分，更與第一位的南韓和第二位的日本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

差異；只是閱讀排名較低，得第六位，與首五位的國家有顯著差異（見附錄一）。由於

香港的課改始於 2001 年，2000 年的學生表現只反映課改前的學生水平。當年學生的

整體表現，除了在閱讀方面表現稍遜外，數學和科學都已有很優秀的成績。因此單純

以 2003、2006、2009、2012 甚或 2015 年的 PISA 排名來說明課改成功，有關的實證 

或許尚欠充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課改以後，PISA 和 PIRLS 的調查數據清楚顯示 

香港學生在閱讀方面的表現有明顯改進。 

再說，分析課改後的學生表現時，還需注意 1998 年於初中實施的母語教學 8 所 

帶來的影響。推行母語教學之前，香港大部分初中生都以英語為學習語言，由於英語

並非學生母語，學習效果自然欠佳（Johnson, 1998）。若單從理論層次反思，實施母語

教學消除了語言障礙，學生在英文科以外的學科學習上應有顯著改進，但有關的結果

並不明顯。反之，實施母語教學後，香港中學生的英語水平卻整體下滑，這已反映在

當年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的英文科考試成績之上（曾榮光，2005；Poon, 1999）。

這亦正是不少中學校長、教師、家長要求放寬中學以英語教學的原因。假如這些推論

合理，我們是否可以說：香港學生在 PISA 表現穩定是以犧牲學生的英文水平而換回來

的呢？ 

與此同時，PIRLS 研究亦發現香港學生的閱讀興趣明顯不足。PIRLS 指出「閱讀

興趣」、「閱讀信心」和「對閱讀課堂的投入」三項指標的表現愈高，學生的閱讀成績



二十年來香港課程改革的實施與成果 7 

表現愈好。但 PIRLS 2016 的結果卻顯示，只有 36% 的香港學生有較高的閱讀興趣， 

低於全球平均的 43%，在 50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33。主持研究的謝錫金教授認為 

香港學生成績好但閱讀興趣不足，直接影響學生繼續閱讀的持續性。謝教授提醒家長

不要過分催谷子女，破壞他們的學習興趣，否則只會「贏在起跑線，輸在終點線」 

（〈港生閱讀能力全球第 3〉，2017；〈全球學生閱讀能力排名〉，2017）。 

香港學生在 PISA 2015 的整體表現亦揭示了學生表現有下滑跡象。主管研究的 

學者認為 PISA 2015 的學生表現，在數學和閱讀能力上都明顯低於 PISA 2012 水平，

而科學更由 2012 年的第 2 位下跌至第 9 位，這是香港參與 PISA 以來的最低水平。 

香港學生在科學能力的表現不只排名落後，在分數及尖子比例上均明顯滑落。PISA 

香港中心主任何瑞珠教授認為這是受新高中學制影響：同時修讀 3 科理科（物理、生

物及化學）的學生，由 2009 年舊制下的四成下降至 2015 年新制下的 4%，導致科學科

尖子比率跌至歷屆最低（〈PISA 全球測試〉，2016；何瑞珠，2016；何瑞珠、藍郁平，

2017；〈港 15 歲學生成績跌〉，2016）。港科院（2016）9 的《科學、科技和數學 

教育與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研究報告（下稱《港科院報告》）就引用了文憑試考生 

數目，指出在舊有的中學會考制度下，文、理科生的比例為六比四，但 2012 至 2016 

年實施香港中學文憑課程期間，約有一半文憑試學生並未修讀任何科學科目。10 

在數學表現方面，2009 年的新高中學制打破文、理科分流，把數學列為必修科，

理論上有助穩固學生的數學基礎。但中學文憑課程卻同時把高等數學劃分為基礎數學

以外的兩個延伸單元（M1 的微積分與統計和 M2 的代數與微積分），而非以核心科目

或選修科形式獨立成科，使高等數學延伸單元成為「半個學科」。在新高中文憑試 

實施之前，學生修讀附加數學科的比率為 25%；但在新學制下，學生修讀高等數學科

的比率由 2012 年的 25%，下降至 2016 年的 14%。學生為獲得整體佳績，當中有 83%

基於 M1 和 M2 科不屬完整選修科或核心科目而拒絕選修。學者徐立之等認為近 55%

學生花了超過六成時間在準備核心科目的考試上，直接影響基礎數學以外高等數學的

修讀，以致應考率偏低（港科院，2016）。 

由於中六畢業生的數理能力遠遜預期，個別大學需要為高等數學能力及理科基礎

較弱的學生提供額外的「補底班」，才能令大一學生趕上大學課程進度（〈PISA 全球

測試〉，2016；〈港生數學能力跌〉，2017）。長遠來說，學生的高等數學能力及理科

基礎能力若持續下降，將直接影響香港科學尖子的數目和學科的發展（何瑞珠、藍郁

平，2017；港科院，2016）。 

總括而言，單從現時的國際調查研究報告來看，很難確定課程改革直接給學生 

帶來學習改進。但能確定的是：課改之後，初中學生在主要學科的能力水平與世界 

其他地方比較，並沒有明顯下降。但是，隨着高中學制轉變，高中學生在數學和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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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表現有下滑跡象，學科尖子愈來愈少，而大學方面亦要為新生在數理科學習上

進行補救措施。 

檢視學科以外的表現 

提升資訊科技能力 

課改的目標不只是提高學生的學科能力，還要改進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課程發展議會，2001，2014，2017a）。香港政府自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投入了大量資源，推動資訊科技教育。Wong（2011）對香港一所大學的

新生群進行了一項研究，目的在了解大學新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雖然香港的學生

樣本來自一所成績優異的大學，而美國的學生樣本則來自成績較參差的大學，但該 

研究卻發現香港的大學生在資訊科技方面的表現比美國的同輩為差。縱使我們不能 

以單次的研究統計推論其他一般的大學生，但這項研究亦足以使我們有理由對香港 

中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提出一個「有待研究的問號」。 

打造教與學的新文化 

要評論香港課改的成敗，除了檢視學生的學業水平外，還應了解整體的教育文化

有否改變。因為教育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創造教與學的新文化（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課程發展議會，2001）。假如香港的教與學文化一如官方所期許，當下教育的現況 

理應如下： 

1. 各持份者減少對公開考試成績的重視； 

2. 大學收生準則應考慮多方面的因素； 

3. 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 

4. 全人教育受到各方面的重視。 

 

一、全人教育氛圍不足 

仔細閱讀官方報告，發現在打造全人教育的氛圍上仍有很多不足之處。全人教育

是 2001 年改革的重點之一，而掌握兩文三語、具備廣闊知識基礎、積極參與體藝活動

及國民身分認同等更是七個學習宗旨 11 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新高中課程實施調查 

研究 2011」的資料卻顯示了藝術、體育、兩文三語、廣闊知識基礎、國民身分認同及

公民教育的不足（課程發展議會等，2013）。在受訪的 4,614 名中六學生中，他們對

「藝術與體育發展表現良好」評分最低，其次是「善於運用兩文三語」、「具備廣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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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基礎」、「認同國民身分」及「成為有識見的公民」（課程發展議會等，2013， 

頁 20，圖表 8）。 

報告更直指學校、家長和學生對學術之外的學習成效有所保留： 

重點視學亦指出，「藝術發展」範疇有待改善，許多學校的藝術發展欠缺特定的學習

目標和適當的跟進活動…… 

……「其他學習經歷」和傳統學科之間出現張力，學校以傳統學科為先，未必 

認同「其他學習經歷」可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以至最終能夠改善學業成績。一些

學生及家長質疑「其他學習經歷」及「學生學習概覽」的價值，認為學生應投放更多

時間以爭取更好的考試成績，報讀大學及專上課程。（課程發展議會等，2013，頁 31） 

在社會和升學制度仍偏重學術成績的氛圍下，學生的體能表現明顯有待改善： 

2010 年本港中學生的體適能狀況較 2004 年及 1999 年有明顯下降的迹象 12，特別是 

男學生及在跑步與步行項目的測試方面。學生體適能的轉壞，是否亦與教改「輕視了

競技及體能」有關？或是教改仍是未能改變過份重視考試的觀念？或是各科課程仍是

太多及太繁重呢？（香港集思會教育課題組，2012，頁 ix） 

教育局、香港兒童健康基金和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合辦的學校體適能獎勵計畫，

在 2013–14 學年分析約十萬名學生的體適能資料後發現，學生總體的體能表現在各 

方面（例如男生的手握力和心肺功能、女生的柔軟度）均遜於內地、新加坡及歐洲的

學生，約有兩成七的學生體重過高甚至屬於癡肥（香港大學，2015）。此外，心臟病和

糖尿病患者近年更有年輕化趨勢，因為肥胖和缺乏運動可增加患上該等疾病的風險 

（香港青年協會，2016；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5b）。香港中文大學（2017）的 

一項體能研究亦有類似發現：與全球 37 個地區比較，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在「整體體力

活動」及「家庭支持」（指每週最少一次和父母共同參與體力活動）指標中表現最差，

僅獲 D 級。 

 

二、學生的考試壓力未減 

減低學生的應試壓力是這一波課改的目標之一（課程發展議會，2001，2005）。 

引入新高中學制的原因之一，是合併過往分別於中五及中七進行的兩個公開考試， 

改為單一的中六大學入學考試，以減輕學生的應試壓力。但事實上，香港中學文憑試

實施後，學生的壓力似乎並未減低。文憑試成為「單一證書」，應試文化更趨激烈。加

上多個學科引入校本評核，學生的評分學習更包含三年高中生涯，課業量有增無減。

課改後學生的校本評核壓力較課改前更見持續不斷（霍秉坤、余玉珍，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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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家長和高中生仍舊看重學科公開考試成績，並未如構思般重視其他學生 

經歷，原因之一是大學和專上學院仍然偏重以文憑考試的分數來錄取學生（Brown, 

Kennedy, Fok, Chan, & Yu, 2009）。在設計新高中課程和考核時，原意是要求每個學生

按個人在學術以外的學習經歷，寫成「學生學習概覽」，以便大學作收生參考。但實際

上，大學收生時，很少考慮這方面的資料，仍以文憑試成績為主要考量。在這種狀況

下，學生、家長和教師自然繼續把學科學習和考試放於首位，把其他範疇的學習置於

陪襯位置。 

重視考試成績，並不只局限於新高中文憑試。在開展全面課改的同時，教育當局

亦更改了升中學位分配安排，其目的是透過取消「學能測驗」，13 減低學生在小五、

小六時的考試壓力。但教育當局於 2004 年分別在小三、小六和中三學段全面引入「全

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TSA），卻引來另一個操練困局 

（霍秉坤，2015）。TSA 的原意是了解全港小三、小六和中三級學生在中、英、數 

三科的學習水平。學校藉 TSA 的數據資料，有助調適教學計畫，改善教學策略；政府

亦能提供適當支援予有需要的學校和學生，提升教育質素。有關的數據資料只為政策

制定者及學校提供改進資訊，測試成績理應對學生的升學不構成影響（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2018）。但學校為了保持聲譽，在 TSA 出台時便以操練應對，使得各種各樣

的補充練習充斥市場（林智中，2007，頁 8）。霍秉坤、葉慧虹（2010）就引用了鄭楚

雄（2007）的研究，總結出香港這種重視考試的現況： 

教育局力求扭轉社會、教師、家長對測試的觀感，仍是徒勞無功…… 

……社會文化及價值觀未有改變，社會氛圍仍重視考試成績，考試的影響力無遠

弗屆，使學校及教師培養了一種取態，就是「考試準備概念」……（霍秉坤、葉慧虹，

2010，頁 28） 

TSA 的操練問題於 2015 年引起了不少討論，學者程介明和何瑞珠指教育當局受

「大數據誘惑」，把 TSA 及 PISA 這些本屬低風險的評估變成高風險。由大數據的 

蒐集必須記錄校名和學生姓名，就會產生很多誘因影響評估結果，包括學校為求提高

TSA 總成績而不斷操練學生，甚至校內的試卷亦會依照 TSA 模式作相應更改，使教學

本末倒置（何瑞珠，2015，2017；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1；程介明，2017）。 

其後，教育局決定在 2016 年檢討 TSA 而暫停，並於 2017 年以新形式全面復考，學校

會否仍以操練應對，則有待觀察。 

變革代價 

相對於其他很多地方的課改來說，香港在課程的實施以至成果上，都有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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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學校和教師採納了大部分課改措施，學生在主要學科中的表現又能保持優秀。

但變革背後，我們到底付出了甚麼代價呢？Stake（1967）指出在評鑑課程的好壞時，

實施課程過程中所耗用的資源，亦是評鑑必須考慮的結果（outcome）之一。故在評鑑

課程時，需與其他結果（如學生學習成果）一併考量。Stufflebeam & Shinkfield（2007）

亦持類似看法。因此，在探討課程的優劣時，還應檢視所投入的資源和實施課程對 

整個教育系統中各個環節的影響。 

政府的資源投入 

林智中（2007）藉分析教育改革初期的官方資料，指出政府投入了大量資源來 

支持改革： 

相對於 1996–1997 年，2003–2004 年度的教育改革開始，政府每年投入中小學教育的

經費超過 50%……經費的投入，使學校的設施有了明顯的改進，學校可以調動的資源

比以前增加了。（林智中，2007，頁 7） 

到了推行新高中課程，政府的資源投入一直有增無減： 

在實施新高中前，教育局提高了班級與教師比例……向學校發放不同的經常性及一次

性的現金津貼……如「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多元學習津貼」及「通識教育科課程

支援津貼」，來聘請教師及教學助理，亦可用以添置學與教資源。 

由 2012/13 學年起，中四至中六級的班級與教師比例已經由每班 1.9 名教師提升

至每班 2.0 名教師……學生與教師比率已由 2005/06 學年的 18.0:1 改善至 2012/13 

學年的 14.5:1。（課程發展議會等，2013，頁 47–48） 

檢視中、小學的學額單位成本，每位學生的「成本」確實有大幅增加。表二顯示了

香港自 2008–09 學年至 2016–17 學年資助中、小學每個資助學額的單位成本。推行 

新高中學制，資助小學及中學的學額單位成本更大幅增加，增長率分別為 96.3% 及

103.7%，14 遠高於同期的通脹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08，2017），可見

政府投入了大量教育經費。 

表二：資助中、小學每個資助學額的單位成本 

財政年度 小學 中學 

2008–09 30,381 元 39,485 元 
2011–12 39,227 元 44,972 元 
2014 –15 51,645 元 61,422 元 
2017–18（修訂預算） 59,650 元 80,410 元 

資料來源：整理自立法會財務委員會（2014，頁 57，附錄 2；2018，頁 1373，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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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資源投入 

除了來自政府的資源外，家長投入的資源亦大為增加。在改革的過程中，政府 

積極推行「直接資助計劃」，15 直資學校數目顯著增加，由 1999 年的 9 所增加至 2018

年的 72 所（教育局，2018a）。直資學校除了按學生人數從政府收取資助費用外，還

可向家長收取學費。雖然學校間的學費差異懸殊（表三），但大部分收取每年超過 

二萬元學費。可見家長為子女教育投入在直接學校的資源比投入在一般的政府學校和

津貼學校為多。 

表三：直資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學費 

學費金額 
小一至小六 

（學校數目） 

中一至中三 

（學校數目） 

中四至中六 

（學校數目） 

0–5,000 元 0 13 10 

5,001–10,000 元 1 8 11 

10,001–20,000 元 9 8 9 

20,001–30,000 元 5 9 11 

30,001–50,000 元 4 13 15 

50,001–80,000 元 2 3 3 

80,001–100,500 元 0 1 2 

註：對於就不同級別收取不同學費的學校，在分類時是以其在該級別分組所收取的最高學費為準。 

資料來源：立法會財務委員會（2018，答覆編號 EDB427，頁 1712）。 

照顧學習差異的挑戰 

2001 年的課改和 2009 年的新高中課改，都是以學生為主體，即要照顧學生的 

個別差異，發揮每個學生的潛能，這是課改的重點關注（教育統籌局，2005；教育統籌

委員會，2004）。但自改革以來，學校在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方面仍出現不少問題（林智

中、陳健生，2011）。2006 年進行的「課改報告」（DEPA, 2007）顯示，大部分受訪

教師均認為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是影響新課程實施的最大障礙之一（Cheung & Wong, 

2012）。2013 發表的《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亦承認問題有待處理： 

調查數據、校外評核及重點視學報告均顯示，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對許多教師來說是一

項挑戰，教師需要更多與此有關的專業發展及支援……本地學校議會及專業機構……

的研究報告亦指出，教師因為要在課堂上處理學生多樣性問題，導致工作量增加。 

………… 

視學人員注意到，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上……學校……一般只採取 

非常有限的措施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最常見是下課後安排補課……教師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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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對學生進度的了解，以及設計分級的學習課業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仍然是大多數學校有待改善的範疇。（課程發展議會等，2013，頁 43–44） 

如何有效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極具挑戰。近年，香港中文大學的「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接到不少學校要求提供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的支援，這反映學校看到這方面的 

工作有不足之處，希望改善。 

學生心理健康及學業適應潛藏隱憂 

教育改革者一直期望減低學生的學習和考試壓力 16（課程發展議會，2001）， 

但從一些追蹤研究的發現看，不少香港兒童的生活並不快樂。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2016）自 2012 年至 2016 年追蹤及量度香港 8 至 18 歲兒童的快樂程度 17（珠海

學院民意及民調中心，2017），結果顯示本地兒童的快樂指數近年呈現跌勢，當中以 

8 至 9 歲年幼兒童和 15 至 18 歲青少年的跌幅尤其顯著（表四）。 

表四：2012 年及 2015 年香港的兒童快樂指數 

年齡 2012 2015 變化率 

8–9 7.94 6.86 –14% 

10 6.96 6.96 0% 

11 7.31 6.91 –5% 

12 6.93 6.56 –5% 

13 6.37 6.52 2% 

14 6.55 6.15 –6% 

15–18 6.33 5.79 –9% 

整體 6.91 6.47 –6% 

註：以 0 分（最不快樂）至 10 分（最快樂）計算，學生就快樂程度所作的主觀評分。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8，頁 6，圖 2）。 

 

雖然 2016–17 學年香港兒童快樂指數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兒童整體快樂指數為

6.75，較過去兩學年微升；但是 2017–18 年度的調查發現，本港學童的整體快樂指數又

下降為 6.72 分（滿分為 10 分），受訪學童的學業壓力和應付課外活動的壓力均接近 

歷年高位。就學業壓力而言，有 12% 受訪學童形容為「高」，61% 形容為「中等」；

而據首次納入調查範圍的中四和中五學生評分反映，高年級學生承受的壓力較大。 

是次結果更發現小四學童的快樂指數跌幅最為顯著，由 2016–17 年度的 7.3 分跌至

2017–18 年度的 6.94 分，數字較小五和小六學生的還低。這次調查結果有別於過往 

發現「愈年幼愈快樂」的情況，學者認為與香港家長過分關注學生成就的社會風氣 

有關（〈小四生快樂指數大跌〉，2018；〈調查：小四生快樂指數顯著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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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食物及衞生局（2017）發表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介乎 13 至 15 歲

的本地學生，約有 16% 於 2008 年的研究年分出現精神障礙徵狀，高於全球同期的 

13% 相應比率。而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處理的個案量，亦在 5 年間急增 69% 至

2016–17 年度的 32,000 宗（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8，頁 6，段 4.2）。 

教師工作量日增 

就教育改革為教師帶來工作量大增的問題，不同學者均有相類似的研究發現 

（吳善揮，2013；霍秉坤、余玉珍，2014，2018；譚彩鳳，2009）。林智中（2007）更

直指改革後教師工作量急劇增加： 

在改革開始之前，香港的中學教師的教學工作量平均是每週授課 28–30 節（每節 40 分

鐘）……在課程改革開始之後，教師的工作量不斷增加……個別學校的教師工作間，

晚上 10 時還是燈火通明……香港兩個主要的教師工會，先後發表了教師的工作量的

調查報告……結果發現：教師工作壓力過大已損及教師健康；教師每週非上課工作 

時數達 30 小時；因工作壓力而損失休息時間；教師為不影響教學而放棄請病假；超過

一半的教師無法舒緩壓力；教師工作壓力已經引致職業耗竭。18（林智中，2007， 

頁 8–9） 

為紓緩教師與日俱增的工作量和壓力，政府於 2006 年發表教師工作量調查報告

（香港教師工作委員會，2006），承諾投入約 16.5 億元，增加人手，以減輕教師的 

工作壓力。2017 年 5 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教育新資源」模式，每年增加 50 億元

的經常性教育開支，期望藉此改善教師待遇和學校現況，從而提升整體的教育質素： 

教師與班級比例劃一增加 0.1［按：即每 10 班增加 1 名教師］； 

提供經常現金津貼，加強所有公營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的資訊科技人手支援 

［按：約 1,000 個職位］； 

於每一所公營普通中、小學增設一個教席，以便學校安排一名專責教師擔任特殊教育

需要統籌主任［按：約 840 個教席］； 

增加特殊學校的教學人手和專職醫療人員［按：約 87 個職位］。（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2017b） 

縱使增加了資源，但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似乎並未改善。新高中課程對教師的 

要求極高，如推行校本評核的教學及行政工作，就再次使教師的工作不斷加增（香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3；〈教評促全面取消校本評核〉，2013；課程發展議會等，

2013）。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2018）一項有關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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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的調查發現，超過一半受訪教師每星期工作 56 小時或以上，且面對巨大的工作 

壓力： 

香港教師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壓力，有超過 8 成的受訪者（1491 人）表示他們感到頗大

或極大工作壓力，這些工作壓力也令教師出現患上情緒病的徵狀……有近三成受訪者

（536 人）在受訪前兩星期曾出現中度嚴重或嚴重程度的抑鬱症徵狀，包括情緒低落、

抑鬱或絕望、疲倦、坐立不安、難以入睡及難以專注等情況；而曾有嚴重抑鬱症徵狀

的受訪者佔所有受訪者的 12.5%（230 人），最嚴重者更有過傷害自己身體的念頭。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2018，頁 2） 

該如何走下去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很難簡單地判定香港的課改是成功還是失敗？在某些環節上，

這一波課改帶來了一些轉變：課堂的教與學風格朝學生為本的方向轉變了；校本課程

發展較從前多了、成熟了，尤見於小學及初中學段；初中學生的成績水平還能保持在

世界前列位置等等。 

但是現階段的課程改革還存在不少問題，有待解決。例如，學校內的學習差異很

大，有待處理；教師的工作量有增無減（Cheung & Wong, 2012）；投放於改革的資源

耗費甚鉅；學生的應試和學習壓力持續高企；高中畢業生的科學及數學表現有明顯 

下降趨勢等。在課改施行了近 20 年的今天，這課改之路該如何走下去呢？ 

管理主義帶來的限制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先了解構成現存「成果」和「問題」的因由。課改之 

所以能獲得很多學校和教師採納，主要是因為政府在教育中採用了「管理主義」19

（managerialism）的推行策略，引入「市場化」機制，推動問責措施，使學校和教師 

難以抗拒（林智中，2007；顏明仁、李子建，2010；Lam & Wong, 2017）。 

市場機制、問責制及管理主義的推行策略，迫使學校及教師按官方所訂立的方向

發展。但這卻帶來了種種副作用，例如：教師和學校要耗費大量精力在推廣學校形象

上；預備外評和自評文件耗費時間；外評工作增加教師和校長的工作壓力等。除了 

增加了教師和校長的工作壓力外，管理主義的理念和推行策略亦直接破壞了校董會、

教師、家長、學生和政府之間的互信基礎。愈來愈多家長視教育為一種服務，教師和

學校就是服務的提供者。假如學校、教師未能滿足家長訴求，家長就視投訴為提出 

合理訴求的途徑。被稱為持份者的家長，就認定校方收取了資助和學費，理應按家長

意願提供滿意服務。而政府與學校之間的關係亦由合作夥伴變成了「購買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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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政府提供資助予學校，學校是服務提供者，務須按政府要求完成工作（梁亦華，

2015，2017；鄭伊莎，2016；Wu, 2018）。為監控學校所提供的服務，政府更定下了 

各種指標。身為服務提供者的學校和教師，為了完成任務，就一同為達標而努力。而

學校在達成指標之時，亦會得到一些獎勵，例如：學校外評時，評定學校表現的主要

指標之一，是學生在公開考試的增值數位，既然如此，學校和教師就自然努力地追趕

這些指標（Cheng, 2009; Fok, Kennedy, & Chan, 2010; Turner, 2017）。 

在這種狀況下，學校和教師往往要將個人或者團體的教育理想放在次要位置，亦

不太敢接納脫離主流的做法，使得學校和教師在長遠的發展上顯得保守被動。美國 

一項為期十年的研究顯示，當一所學校內各持份者的互信低時，學校的效能便會受到

負面影響（Bryk & Schneider, 2003）。 

林智中、鄧詠之（2014）就課改的實施進行了一項有關香港小學家課的研究，從

學校和教師布置家課的做法折射出學校內各持份者有欠互信的問題現況： 

教改倡議「學會學習」，藉校本課程解決家課質量的問題，本意其實是好的，但因為

實施策略仍以考試監控學校的表現……而大部分學校的家課政策強調對教師的管控，

教師為了鞏固學校的信譽，確保學生能應付考試，課業安排仍側重操練，缺乏具有 

創新的與啟發思維的家課。（林智中、鄧詠之，2014，頁 59–60） 

由此觀之，假如期望學校和教師在現有基礎上有所增益，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 

教育，單有強力的管理主義措施是不太可能成功的。管理主義能做到的，只局限於使

學校和教師不斷追逐官方所定下的指標。 

培育教師、強化專業能量 

要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要更好地照顧學習差異，要提升整體學生的表現水平，

就必須強化現時的教師團隊，提高教師的士氣和專業能量（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

2019）。近 10 年的教育改革研究，幾乎已經確認了教師的能力、專業投入、信念和 

經驗是影響教育質素的主要因素（Barber & Mourshed, 2007; Fullan, 2010; Hargreaves & 

Shirley, 2009; Hattie & Zierer, 2018）。現時，香港教師的地位比改革前為低，優秀的 

學生亦不選擇進入大學的教育課程。以香港中文大學為例，教育學士學位課程的收生

水平較其他學科為低（表五）。假如這趨勢繼續惡化，長遠來說，教師的質素將受 

影響。 

雖然吸引熱心教育且具有高能力的「新血」是關鍵因素，但如何繼續提升現職 

教師的專業水平亦極為重要。在推行改革初期，政府重視教師培訓，在 2002、2003、

2004 和 2006 年的《教育改革進展報告》都特設一節，報告教師發展的策略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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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大學各科收生成績比較 

大學名稱 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2013–14 年度 

收生成績# 

2017–18 年度 

收生成績#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士（中國語文教育） 24.5 27  
教育學士（英國語文教育） 25 25  
醫學 32 33  
地理與資源管理學 27 27  
法學 30 29  
社會工作 26 28 

香港大學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英文教育） 27 27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中文教育） 25 25  
內外全科醫學士 34 41  
文學士 28 25  
法學士 33 37  
社會工作學學士 26 25 

# 上四分位數（科目計分法：5**為 7 分、5*為 6 分、5 為 5 分……2 為 2 分、1 為 1 分）。 

資料來源：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2013, 2017）。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2，2003，2004，2006）。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 20 亦 

投入了大量的工作，例如規劃「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及「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

確定教師在三年內參與不少於 150 小時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軟指標等（師訓與師資 

諮詢委員會，2003）。政府亦資助多項「大學－學校」合作或支持計畫，進行種子 

計畫，並設立區域教育服務處 21 及推行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協助學校在校內推動

課改並提升教師能力。 

縱使這些工作有其作用，但似乎仍未足夠。因為在過往的在職師訓工作中，教育

當局的重點集中在闡述教育改革措施的理念和做法，部分並未能針對學校和教師的 

關注點。同時，近年不少師訓活動逐漸受到忽視，例如不再推行種子計畫，校本支持

計畫亦好像欠缺了從前的生氣。 

要進一步提升課改效能和學生的學習成果，得正視現時的問題。過往，課改只 

提倡學生為本的教學策略和方法，將傳統的教師為本教學批評得一文不值，直至最近

的新高中學制檢討報告，仍舊以「新」「舊」作對比。「舊」的都是落伍、陳舊、低 

效能，「新」的就是好。這種非此即彼的看法，存在很大問題。Hattie（2009, 2012）花

了 15 年時間對全世界 3,800 萬名學生進行的研究分析顯示，一些「創新」的教學法，

如網上學習（web-based learning）、電腦輔助教學的教學成效，都不如直接教授。在 

教學工作上，根本沒有一種教學策略和方法是在所有科目、課題或學生身上都必然 

有效的（林智中、陳健生，2011）。就以乘法為例，學生必須下苦功，熟讀乘數表， 

不然又怎可能做好乘數呢？由於教學內容和學生學習特徵的差異很大，故只有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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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和教學環境有把握的教師，才能準確拿捏，因材施教。從這個角度看，在職

教師培訓不應只是宣揚某種策略的優勝之處，而應同時強化教師的學科知識、課程 

知識和規劃課堂教學的能力。這些既是基本功，亦是保證教學品質的重要元素，更是

教師培訓的根本。 

在新高中課程推行後，強化在職教師的培訓更見重要。由於新高中課程的選修科

一般只有一至三科，故不少選修學科（包括化學、物理、生物、地理、歷史、經濟等）

均面臨學生減少的危機。在學生減少的情況下，部分學校的選修科一般只剩下一至 

兩位同科教師，令這些學科教師在校內根本沒有足夠的同儕交流、相互觀摩、學習和

扶持的機會。怎樣幫助教師建立學習共同體，提升他們的專業知識、能力和態度， 

實屬刻不容緩。 

檢討新高中課程結構 

2009 年開始實施的新高中課程已逐漸顯現了新課程設計上的缺陷，例如必修科目

的比例過重，選修科所佔百分比小，導致課程變得狹窄。這正是《港科院報告》（港科

院，2016）批評現時高中學生學習數理學科知識不足的原因。在人文學科方面，初中

及高中的銜接亦出現了很多問題。世界歷史和地理等學科的重要性急速下降，學生在

初中階段沒有好好學習重要的人文學科基礎知識。另一方面，在高中學制的各個學科

中，除了數學和英語有分層的選擇外，其他學科都只有一個層次的難度和闊度，令學

習能力較弱的學生吃不消，而能力較高的學生吃不飽。新高中課程已實施了近十年，

應是時候檢討，改善課程結構和組織。在檢討時可參考「IB 課程」22 的結構，在各個

學科中劃分兩個學習層次，令學生可按需要選擇。這應更能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結 語 

轉變本來就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情，為了更好地配合社會、學生和環境的轉變，

學校課程應按時改變。2001 年的課改以大規模的根本性轉變見稱。在管理主義的實施

策略下，不少措施得以實施甚至扎根，但在多個層面上，改革課程仍有不足的地方；

在照顧個別差異上，離理想很遠；在教與學的文化上，還未有根本上的轉變。在這種

情景下，如果還是沿用管理主義的策略，不太可能真正改善課程質素和學習成效。 

重建互相信任的學校環境是重要的，這樣，學校和教師才可有空間按他們的專業，為

學生工作。當然，要建立互信，必須令家長放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升教師的能力和

專業價值觀。當教師都關心孩子成長，就會想方法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學習經歷，家長

自然會放心和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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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本文為〈香港課程改革︰該如何走下去？〉（林智中、李玲、余玉珍，2014）的後續

版。 
2. 新高中學制改革是以「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學」取代原有的「五年中學、 

兩年預科及三年大學」，並以單一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簡稱 DSE）同時取代了舊學制下的香港中學會考

（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簡稱 HKCEE）及被視為大學入學試

的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簡稱 HKALE）。 
3. STEM 是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

各英文名稱的首字母縮略詞，代表以上四個學科的總稱。 
4. 回應 1984 年《代議政制綠皮書— 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建議推行公民 

教育，教育署於 1985 推出《學校公民教育指引》。 
5. 是次調查是自 2001 年推行課改以來，當局首次蒐集全港學校推行改革的資料所完成 

的報告。調查對象包括校長、學習領域統籌主任／科主任和前線教師等。共有 148 所

小學和 101 所中學參與，回應率分別為 75.9% 和 85.5%。 
6.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主要針對各參與國家或

地區四年級和八年級兩個年段學生的數學和科學學習成就進行調查，作跨國分析及 
比較，每四年進行一次。 

7.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
由國際教育成就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主辦，研究各參與國家或地區 9 至 10 歲小學四年級學童使用母語

閱讀的能力，每五年進行一次。 

8. 香港於 1996 年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重申母語教學政策的目標，並支援

教育署在 1997 年公布個別學校應採用的授課語言，以便在 1998 年全面實行。 
9. 港科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Hong Kong）於 2015 年底在香港禮賓府正式成立，

為香港非牟利學術組織，是香港科學技術研究領域的最高學術機構。 
10. 2015 學年，沒有修讀任何科學科的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比率為 46%（港科院，2016，

頁 17，圖表 1）。 
11. 七個學習宗旨包括：善於運用兩文三語；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能夠理解當今影響 

他們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成為有識見、負責任的公民，認同 
國民身分，並具備世界視野；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批判、反思和獨立思考

的人；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了解本身的就業或學術抱負，並 
培養正面的工作和學習態度；建立健康的生活方式，積極參與體藝活動（課程發展 
議會等，2013，頁 3） 

12. 在原引文中註釋號碼為 7。取自香港學生體適能狀況調查（https://www.edb.gov.hk/ 
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e/references_resource/fitness-survey/index.html）。 

13. 香港學業能力測驗（Hong Kong Academic Aptitude Test），簡稱學能測驗。 
14. 小學增長率：（59,650–30,381）÷ 30,381；中學增長率：（80,410–39,485）÷ 3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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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直接資助計劃」（Direct Subsidy Scheme）於 1991 年在中學推行，2000–01 學年起 
擴展至小學。計畫初期只有五所本地學校和四所國際學校成功加入。 

16. 香港現時年齡介乎 6 至 18 歲的中小學生，除了通常每年需參加最少兩次學校考試和 
兩次學校測驗外，更要應付多次規模較小的班級測驗。此外，本港學生亦需每 3 年 
應考一次全港性考試，包括小三的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畫、小六和中三的全港性系統

評估和中六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17. 2016–17 學年的「香港兒童快樂指數」調查改由珠海學院民意及民調中心（2017） 

進行。 
18. 有關資料整理自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05）的《教師工作壓力調查報告》。調查

向全港 783 所小學、454 所中學和 79 所特殊學校發出問卷，最後成功收回 2,579 份。 

19. 管理主義強調管理人員的角色，重視優化管理結構來推行變革，儘量以最少的投入來

達致最大的成果（李曉康，2002）。 
20. 「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Teacher Education and Qualifications, 

ACTEQ）於 1993 年成立，2013 年 6 月 1 日重組並更名為「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

會」（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COTAP）。 
21. 目的在加強與學校的夥伴關係，為地區的學校及公眾提供全面和綜合的服務，詳見 

教育局網頁（https://www.edb.gov.hk/tc/contact-us/reo.html）。 
22.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香港人慣稱 IB

課程）由必修核心科目和選修科目組成，選修科目又分高級水平及標準水平，學生可

按能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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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香港學生由 PISA 2000+到 PISA 2015 的歷年排名 

學科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2015 

閱讀 1. 芬蘭

（546）# 

5. 愛爾蘭

（527） 

6. 香港

（525） 

6. 韓國

（525） 

8. 英國

（523） 

8. 瑞典

（514） 

9. 荷蘭

（513） 

10. 香港

（510） 

1. 韓國

（556） 

2. 芬蘭

（547） 

3. 香港

（536） 

4. 加拿大

（527） 

1. 上海

（556） 

2. 韓國

（539） 

3. 芬蘭

（536） 

4. 香港

（533） 

5. 新加坡

（526） 

1. 上海

（570） 

2. 香港

（545） 

3. 新加坡

（542） 

1. 新加坡

（535） 

2. 香港

（527） 

3. 加拿大

（527） 

4. 芬蘭

（526） 

數學 1. 香港

（560） 

2. 日本

（557） 

3. 韓國

（547） 

1. 香港

（550） 

2. 芬蘭

（544） 

3. 韓國

（542） 

1. 臺灣

（549） 

2. 芬蘭

（548） 

3. 香港

（547） 

3. 韓國

（547） 

5. 荷蘭

（531） 

1. 上海

（600） 

2. 新加坡

（562） 

3. 香港

（555） 

4. 韓國

（546） 

1. 上海

（613） 

2. 新加坡

（573） 

3. 香港

（561） 

4. 臺灣

（560） 

1. 新加坡

（564） 

2. 香港

（548） 

3. 澳門

（544） 

4. 臺灣

（542） 

科學 1. 韓國

（552） 

2. 日本

（550） 

3. 香港

（541） 

4. 芬蘭

（538） 

1. 芬蘭

（548） 

1. 日本

（548） 

3. 香港

（540） 

4. 韓國

（538） 

1. 芬蘭

（563） 

2. 香港

（542） 

3. 加拿大

（534） 

 

1. 上海

（575） 

2. 芬蘭

（554） 

3. 香港

（549） 

4. 新加坡

（542） 

1. 上海

（580） 

2. 香港

（555） 

3. 新加坡

（551） 

1. 新加坡

（556） 

2. 日本

（538） 

3. 愛沙尼亞

（534） 

4. 臺灣

（532） 

6. 澳門

（529） 

9. 香港

（523） 
# 平均標準得分。 

資料來源： 整理自臺灣 2015 PISA 國家研究中心（http://pisa2015.nctu.edu.tw/pisa/index.php/tw/rank）及 

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https://www.fed.cuhk.edu.hk/~hkcisa/hkpisa2000to2015.html）。 

 

 
  



二十年來香港課程改革的實施與成果 29 

The Implementation and Outcomes of  
Hong Kong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Chi-Chung LAM, Yuk-Chun YU, & Ling LI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rge-scale and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reform in 2001,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authority has, in the past 18 years, continuously introduced a series  
of curriculum reforms such as the “334” curriculum in 2009 and STEM in 2015. In the 
implementation studies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is wave of reform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by teachers and schools. The Government also claimed that the 
curriculum reform has brought about positive outcomes. Is this really tru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iew the official reports and studies by academics to assess the level of implementation,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lso to gauge the outcomes of the reform. 
Based on the review, direction and strategies of sustainab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discussed 
in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curriculum reform;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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